
国家安全与民间宗教文化交流
———兼谈民国时期汉藏佛教交流的历史作用

黄夏年

［摘要］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除了政府行使公权力，民间力量也可以成为一种重要的补充。从历史经验来
看，如果运用得恰当，宗教及其文化在这方面大有可为。民国时期，九世班禅、喜饶嘉措、太虚等高僧大德掀起
了汉藏文化交流的高峰，影响了现代佛教的发展，增进了民族之间的感情，对国家的前途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国民党中央政府、政府设立的蒙藏委员会等组织，及一些地方政府也积极支持、参与其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民国时期的汉藏佛教交流有着深刻的政治与国家安全的背景，在维护领土完整、反对分裂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
历史影响，为今天的民族、宗教、安全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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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族团结与国家安全战略

当前，我国面临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安

全，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各

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安

全问题的综合性、复杂性、多变性显著增加。
国家的内政与外交，“外联(系)内引(导)”既

是中央政府也是地方政府的主要工作内容。政府
要完成这个任务，除了需要深邃智慧外，更需要有

高度权威和工作艺术。现今中国内政，发展民生、
教育、经济等是政府日常主要工作。但在当前国
内外现实环境下，国家面临着外有领土纠纷的挑

衅、内有人民安全受到威胁的双重危局，南海问题
和安全问题成为我国政府近期迫切需要解决的重

大问题。党的十八大提出，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
大人民根本利益，创新社会治理最大限度增加和

谐因素，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
对于国家的内政外交，除了政府行使公权力

来处置，民间力量也可成为一种重要补充。从历
史治理经验来看，如果使用恰当，宗教及其文化对

国家的外交内政同样有一定补充功能，充分调动

宗教界的积极因素，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

会相适应，内外两方面都有助于安邦治国。“每个
民族文化，因地域、时期皆有一种风俗习惯上的范
围;从好的方面说，往往由此能达到人心统一;从

坏的方面说，有时也因此而滞塞、拘泥。”［1］宗教文

化除了有一些糟粕，还可发挥其有利于国家和社

会及信教群众的正向功能，但是这些正向功能有

时并没有得到应有重视。如佛教就有这方面的正
向功能，现以之为例来说明宗教文化在民族团结

中所能起到的作用:

以外交为例。现在我国政府在世界的影响不
断扩大，中国地位也在不断提升，与大国地位相匹

配的理应是大国外交。但是我们在外交方面却不
尽人意，有人甚至认为中国现在处于大国地位小

国外交的状态。例如南海问题上我们还没有打开
局面、缅甸的铁路也处于停滞时期，这些僵局怎么
化解，除了政府的智慧之外，我以为民间外交也是

一个重要方式。佛教文化交流自古就是中外民间
交流的主要部分，对沟通中国与域外国家的关系

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也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我国周边现在有很多佛教国家，特别是南海地区，

佛教一直是其传统宗教，伊斯兰教也在这一地区

有较深影响，利用宗教力量，我们或许能够打通人

为设置的边界障碍，进行宗教与文化的无界交流，

增进与周边国家的了解，破解我们现在面对的困

局。
从内政来讲。民族团结一直是稳定政权的最

有效方法之一，也是我国国家安全与领土完整的

最重要基础。历史或现在都可以找到例证，说明
宗教曾在促进民族团结方面起过作用。历代统治
者都重视民族问题，并且利用宗教信仰来增进不



同民族之间的和谐团结。特别是清代对处理民族
问题有独到认识，皇帝曾经深刻地认识到佛教是

维护皇稷社土的有利工具。进入现代社会，虽然
社会形态已经彻底改变，但是宗教里面所包含的

护国佑民思想与爱国爱教主张仍然没有改变。民
族团结所起的就是护国佑民作用，爱国爱教就是

国家与宗教、统治者与宗教人士之间正确关系的
表述。现代社会更应该让宗教正能量发挥出其理
论和实践价值，使之更好地为国家与现代社会服

务。特别是宗教在慰藉心灵方面能起到重大作
用，还可以弥补法律的不足，更重要的是又可拉近

各民族之间的情感，一个共同的信仰，可以减少诸

多民族间的纠纷，是充分体现尊重与理解的民族

团结的基石。
党中央强调:“为更加有效地统筹国家安全力

量的建设和使用，要健全职能、提高效能、统筹资
源，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领导体系，充分协调各种

要素，激活各种力量。”［2］民族团结是国家内政外
交的重要内容，对国家的统治与安全关系重大，不

可小看。民族团结是以宗教及其文化交流为基础
的，离开了交流，民族团结就是一句空话。民族交
流说到底是文化的交流，宗教文化能够在这方面

起到重要作用，而且成为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

的历史传统，从古到今从没间断过。例如青海佛
教藏汉两支的交流就一直存在，清代的伊斯兰教

汉学运动也一度发生，这些不同宗教的文化交流

是促进青海民族团结最有力的例证，也是千年以

来中华各民族文化相融的结果。
开展现代民族宗教的交流，仍然要以古人为

鉴，现代民族文化交流的参考背景则是最近的一

百年来的民族团结文化交流史。“民国来以汉、蒙
等同为构成共和之主人;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中

之民族主义，尤以联合国内诸族平等相待为原则，

则西藏无论在何种理由上说，皆应以原为中华民

国一分子之资格，共同努力建成中华民国为得

计。”［3］(P． 460)民国以来的百年民族宗教文化交流例
子，可以给我们更多启示。

二、民国时期的汉藏佛教交流与国家安全

以汉藏佛教交流为例，历史上汉藏佛教一直

存在着密切交流关系民国佛教领袖太虚大师总结

汉藏关系时说:“……汉、藏在皇古原出同族，即从
唐以来之历史言，文成、金城公主入藏以后，随从
以居藏者非在少数，藏族之血统早与汉族混合。
而藏族文化之佛教，亦多有由汉输入之成分;元、
明、清迄今，藏族佛教又影响于汉人甚多，则无论
在血统上、文化上，汉藏皆富有极亲密的不可分离

之关系。加以汉人亦多数信崇佛教，并能了解且
推重西藏佛教，此均为求之英、俄等国民中所绝无
者。”［3］(P． 460)

进入民国，汉藏两支佛教的文化交流从佛教

的角度来看，是因为“单就译师和译业方面说，到
了晚唐义净法师和宋初以后，中国的译业就断绝

了! 而印度正是晚期佛教发达的时代。西藏传承
这印度晚期的佛教，就很多了。在教法方面，印藏
大德，都努力向西藏输运。由此，也可以说，全部
印度的后期佛教皆输入了西藏，未尝不可。至于
中国内地所有的教典，依之修行，固然是尽够了

的。但觉得中国内地佛教，还未圆满，有好多的圣
典，没有翻译过来，尤其是后期佛教。所以需要西
藏佛教来补充。因此，太虚大师在办武昌佛学院
的时候，就见到这一点”［4］。故“西藏佛教，在文献
方面，在制度方面，在修持方面，都有其特长之处。
内地佛教重兴，借镜之处实多”［5］。汉藏佛教文化
交流，可以说是“中国佛教所缺少的很多，不假翻
译运载过来，是没有第二个方法。文化的沟通，也
是由此的”［4］。
当时汉地佛教流行“中国佛教自唐武灭佛以

来，许多内典都告失传，所以逼住中国现前住持佛

教的人物，不得不向外探索，如日本、西藏、锡兰等
地的佛教思想灌输，或内典的来传，无不欢迎接

受”［6］的想法。甚至有人认为今后中国佛教建设
在“行持道德之轨范应采取于西藏也”［7］。当代佛
教大师太虚是一位具有国际眼光的大师，他一生

志在整理革新中国佛教，完成世界佛学苑，实行菩

萨学处。他认为:“现在印度虽然没有佛教，而人
民受佛教影响太深。又在锡兰、缅甸、暹罗、南洋
一带，还保有原始佛教的教义和制度，并且有万千

的佛教徒。在蒙藏以及日本、朝鲜一带，也有广大
的佛教徒和丰富的佛学宝藏，这些都值得我们去

学习和研究。”［8］在大师高瞻远瞩的眼光中，早已
看到这点，“认为中国佛教现存之不够，有大量接
受世界各国的佛教之必要，使各种不同的文字的

外来佛教融成为中国的佛教，所以大师所办的学

校都有世界性的，如北平的巴利文系，厦门的华日

文系，武昌的中英文系，四川的汉藏文系等，同时

也指导不少的佛教青年到西藏、日本、暹逻、锡兰
等地去留学”［6］。他继承了传统汉地佛教的圆融
思想，强调汉藏佛教交流，就是要圆融汉传和藏传

佛教后而建立一个新的中华佛教，甚至因“中国为
儒化之发源地，亦为汇合汉藏文佛教之渊海”［9］。
例如从印度佛学上看，汉藏两教的理论可以互为

补充，“汉藏虽都有性相二宗，但是两地都有所缺，
如汉文佛教缺少关于空宗的，有佛护、月称、阿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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峡、宗喀巴等发挥空宗的理论，这些都应当学。关
于有宗的，中国于安慧的唯识不完备，亦需补充。
至在西藏方面，也应学汉文佛教的护法、戒贤、玄
奘、窥基等的唯识义，及罗什以来三论宗义和安慧
中论释等。这样、才可和合成空有圆融的大
乘。”［11］从汉地佛学来看，则“禅净的修学有成就
的，对于西藏也可作转播，使藏人亦对台贤禅净有

所研习。如此，乃能澈佛法之底，尽佛法之
量”［10］。圆融汉藏佛学的目的在于让中国佛教走
向世界，故太虚强调:“今应普容遍摄锡兰等三乘
共法律仪及大乘性相与西藏密法，乃可将中国佛

法发达兴旺，一天一天的充实复活。而在复活的
过程中，发挥台、贤、禅、净、总合的特长，将律、密、
性、相，彻底容摄成整个的佛法，于是中国的佛教
因之重新建立，而亦可成为现代的世界佛教

了。”［10］当然也有人指出:“中国内地佛教，现虽极
需西藏佛教之补益，而确不需要‘西洋镜’式的‘铃
鼓佛教’;所需要者为西藏所传承之真正的深广两
大教系与有组织之修行仪轨的佛法。不需要铺坛
结缘引人热狂，而需要如何导人实学潜修。夫欲
谋根本宏传西藏佛法，补救内地佛法之缺点者，则

更当深切注意施予适合内地僧伽之教育，并西藏

所传承之深广两大教系的圣典之翻译。”［11］总之，
汉藏两支佛教的交流肯定是要取得双赢的局面，

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是有益的，对西藏现代化发展

起到应有的作用，汉地佛教界“不但接受西藏佛
教，并且把中国内地特有的文化典籍，也可以译为

藏文，输入西藏。如蒙藏委员会，译三民主义为藏
文，使西藏人民知道中国文化的好处”［4］。
九世班禅大师与高僧喜饶嘉措大师是推行汉

藏两种文化交流的大师，他们与内地太虚大师等

人发起汉藏沟通运动，掀起了近现代汉藏文化交

流高峰，影响了现代佛教发展。太虚说过:“四五
百年来汉族之佛教日益衰，而藏族佛教则以宗克

巴之振颓复兴，光化满蒙，迄今犹保隆盛，故重昌

汉佛教之有资于藏佛教，殆为现时所必须。况乎
藏佛教久为藏、蒙、满民族文化，与夫藏族之奠居
西藏，遍布于康、青、宁诸省，实为构成大中华民族
而建立大中华民国之柱石哉! 夫佛教与汉、藏民
族文化之密切既如彼，而汉、藏佛教与中华国族建
成重要又如此，乌可不沟通阐发之耶?”［12］太虚为
了促进汉藏佛教交流，专门建立了中国佛教史上

的著名佛教学府———汉藏教理院，组织到西藏的
留法团，以及广交藏传佛教高僧，“汉藏教理院无
论在国家上，在民族上，所负的任务非常重大。这
任务是什么呢? 就是沟通汉藏的文化，促进民族

的感情。这种工作，在我们现在国家复兴的时候，

是很要紧的刻不容缓的工作”［4］。太虚又于“民国
十四年即派遣大勇(本院监院)、法尊、严定、观空、
恒演等武院高材僧，留学西藏，以图沟通汉藏佛

学，这一计划的成功，不仅沟通佛教，而且有益于

国家民族的团结”［8］。法舫法师评价:“昔年太虚
大师有见及此，命弟子大勇、大刚、法尊等组留学
团，赴藏留学。又一方面，与留居内地之班禅、白
普仁、多伶格什、诺那等联络，旋又成立世界佛学
苑汉藏教理院于重庆，聘请喇嘛教师，收留西藏学

生，专门研究西藏佛法，并藉此以与藏人联络感

情，共扬法化，实为今日获得此种结果之大原

因。”［8］又指出:“今则，彼此互通，教学相承，喇嘛
即和尚，喇嘛教即佛教，在佛教本身上，当可明了

佛法在汉在藏，虽因文因地因时之制宜不同，而所

传之佛法原无二致，务使两民族间对于所信仰之

佛法，了达一体，则两民族之宗教信仰合一，根本

不生歧异之见，始能言‘沟通汉藏佛法团成一
家。’”［5］显然，在佛教人士看来，这件事情是“此真
国内之真正发心学佛法者之最好因缘也。亦即民
族团结，国家前途之福音也”［5］。
国民党中央政府对汉藏交流是持支持态度

的，汉藏教理院学僧毕业典礼上，中央政府“行营
贺参谋长题赠本院‘沟通文化’的匾额”［4］。喜饶
嘉措大师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积极推动藏汉佛教

交流，法舫曾经撰写文章指出:“中央当局为沟通
汉藏文化起见，特聘请西藏别蚌寺格什喜饶嘉错

担任中央、北平、武汉、中山、清华五大学讲学，已
于三月二十四日抵京。各方对此，颇为重视，欢迎
招待，亦极隆重。且已于中央大学开讲一次，听众
踊跃。喜饶格什之来讲学，在本国国家、民族、教
育、佛教各方面，本为一件应有的平凡事，不过内
地各方(尤其是学界)向来是卑视佛教教学，轻忽

边疆民族文化，因此对喜饶之来，就以为是稀有的

事了。吾人希望喜饶格什，为中国整个国家与整
个民族着想，为发展佛教文化计，本所学之特有的

西藏佛教教学，为国为教，竭诚宣化。吾人于兹有
三项意见一陈述之:第一，中国民族重理智轻迷

信。佛教之学，博大精深，重理智，贵实行，绝非一
般人士所想像之虚玄迷信。故愿喜饶格什，多以
大乘空有之学理，提示学者。顾佛教对于中国民
族，作了绝大的利益，边陲各民族因得佛教之教化

而归向中原，其功勋尤为不可思议者也。故愿全
国人民以爱国家之心，爱护佛教;以复兴国家之力

量复兴佛教。论者有谓:果能进以佛教为国教，定
佛学为大学必修学科，则中华民族之发展，将有不

可思议之收获。此中央教育当局应注意者一。第
二，吾人以为中央既提倡佛学，聘藏僧讲学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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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然于中国根本之佛学————汉文佛学————
尤应注意提倡，盖中国汉文佛学，已成为中国文化

之一重要因素，尤为今日文化学术界，所应重视研

究者也。以是之故，亟应聘请中国佛学界具德有
学之大德僧，为各大学汉文佛学讲座，况所谓沟通

文化，必相摄相溶，西藏文化纯为佛教文化，如不

发扬中国本有之佛学，而言沟通汉藏文化，似嫌单

调。此应注意者二。第三，希望中央教育当局，对
于吾佛教界，已建立之沟通汉藏文化之文化教育

团体，如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菩提学会等，应
予以切实之指导与资助，使其成长发展，曷止有利

于佛教? 此应注意者三。以上所述，为吾人区区
之见，愿喜饶格什及教育界当局，留意及之，则佛

教幸甚，国族文化幸甚。”［13］可见在佛教界眼里看
来，喜饶嘉措大师在内地的大学讲课，不仅是佛教

界的光荣，更重要的是对国家与民族，以及中国文

化的建设有重要的帮助，汉藏两支佛教交流也在

喜饶嘉措大师这一讲课活动中，得到了利益，所以

太虚在重庆汉藏教理院欢迎喜饶嘉措大师时专门

提到:“本院名汉藏教理院，固在专门研究佛教学
理，而同时还含有沟通汉藏文化和联络两民族间

感情的意义……喜大师此次到内地来，固然一方
在宣扬西藏文化，同时也能观察到内地的风俗环

境与佛学思想，希望将来能使西藏也在向来传统

的束缚上解放出来。这样，才能做到汉藏教理的
彻底沟通，同时，也彻底做到了汉藏两民族文化和

感情的沟通。这就是今天欢迎喜饶大师的特殊意
义。”［14］(P． 183 － 184)

喜饶嘉措曾在抗战时期当选参政员，1938 年
11 月 6 日出席国民政府召开的第二次参政会，在
闭幕前“参政员喜饶喜措等 25 人，提请政府注意
佛教文化、以增进中藏感情案，最受热烈鼓掌欢
迎。又谢健先生等 20 人提议推行佛教以加强民
族团结、开拓国际援助案，经合并讨论后，照审查
意见通过。［15］即使是在抗战时期，佛教界也没有放
弃重视汉藏两支的交流，著名的佛教刊物《海潮
音》就指出:“对国内佛教，注意提倡改良一般寺僧
的生活、教育、训练方面，特别注意的是蒙藏方面
的发展。我们要从佛教的文化、宗教沟通融洽中
去把握住蒙藏边陲的同胞爱国团结的信心，加强

我们抗战建国的力量。”［16］

民国时期是现代汉藏交流开始，聚焦点在佛

教。这是承继历代传统，正如太虚所指出:“西藏
问题，其实是藏族问题;而说到藏族，又必连带到

西藏佛教。藏族超越个人生命以上之全族精神生
命，所 以 要 融 洽 藏 族 必 先 要 了 解 西 藏 佛

教。”［17］(P． 640)太虚的话表明治理藏区的思路不能

离开佛教文化，民族团结“于此中能因其固有发挥
其用者，尤为舍佛教更无他属”［18］(P． 448)。民国时
代的藏汉佛教交流并不仅仅是宗教及其文化问

题，或者是“以汉文藏文而研究此两种文字的佛
法，使互为沟通以相补充”［19］(P． 442) 的简单学术背
景，“然今所云西藏问题，非西藏之地域及藏民本
身有何种之问题，乃如何能融合为大中华民族而

共建成新中华民国之问题也”［14］(P． 276)。佛教界人
士指出:“原来，汉藏两族……只不过是民族不同，
文字不同罢了。西藏在政治上，历代都是归顺服
从中国的，从唐而宋而元而明而清的各朝代，没有

一代不是隶属中国的，所以西藏就是我们中国的

领土，和别的省分是一样的。不过没有人注意。
民国复兴，对西藏虽有人注意了，但是沟通汉藏文

化促进民族感情，这些工作，还是没有人注意到，

何况去实际进行呢! 我们自己放弃我们自己的领

土，政府是应负责任的。可是，我们看看别的国
家，对于西藏是如何在侵略! 日本对于西藏距离

很远，西藏并非所属，俄国对于西藏，也非他的所

属地，英国与西藏虽然接近，但终非英国所属，而

他们对于西藏的侵略开发，都很努力，或是去做研

究文化工作，或是做地理考察工作，或是做民情风

俗等的调查工作。他们从各方面的情形，用不同
的手段，无微不至地想去认识西藏，侵略西藏，这

些在他们所发表的文字上，很明显地可以看出来

的。再看我们本国呢，反而倒很少有人注意到西
藏，甚或去摧残西藏，去播离民族情感。到今日才
感觉到开发西藏重要了。但是，我们想用什么方
法去开发呢? 自然除了根本上用宗教情感和文化

之外别无办法，所以唯有佛教才走得上这一条路。
政府设立蒙藏委员会，以谋设法打通汉藏政治间

的隔膜。若论其方法，离开佛法决无第二个方
法。”［4］

可见，汉藏交流有着深刻的政治与国家安全

的原因，特别是面对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反对分裂
的诉求。当时西藏正在受到亲英派人士干扰，“仅
数人曾游学英国、或印度，以练英国式之陆军耳。
然若以非佛教之武力，为破坏佛教之侵迫，则由其

护教热诚与英人之诱惑，正不难驱达赖及西藏僧

民全部亲英，致西藏以至中国西部陷入英人支配

之下。如此，则班禅或将由内外蒙媒介，导入苏俄
武力，而中国西陲，有成英、俄角逐场之危
险。”［14］(P． 56)十三世达赖在逝世之前已经开始担忧
西藏会被某些人利用分离出去，故其“遗嘱主维护
佛教，勿使外国基督教或其他宗教乘几(机)侵入

以混乱西藏佛教之系统。”［14］(P． 111) 一些藏族佛教
界人士也表达了担忧，如贡觉、诺那呼图克图就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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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说过:“(十三世)达赖为深达佛法擅长政治之
人，欲令达赖归向中央，必得佛法与政治兼优者为

使，方足以完成汉藏合作。”［14］(P． 112) 他们希望在
“惟知政治者不能，惟知佛法者亦不能”［14］(P． 112)的
情况下，请太虚以中国佛教领袖的身分亲自去西

藏联络感情与推动汉藏交流。正是在这种危险
下，佛教承担的是挽民族于中华大家庭，救国土于

不分裂祖国的历史责任，从事汉藏交流“皆可致驱
迫达赖与藏族背华向英之患，应速改途易辙以挽

救之者也。”［14］(P． 56)而国家也可以赖于此完成“国
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之政纲下，许西藏以高度自治，

而川、滇、康、青、宁、甘、新、察、绥各省汉蒙或汉
藏，或汉藏蒙，或汉蒙藏回，杂居其中之藏族蒙族

皆奉佛教，而各夷族亦多崇佛。欲期各边疆民胞
集力内向，融洽无间，同建大中华民国，亦唯有尊

重其信仰，听从其习惯，而渐进于和洽”［18］(P． 448)之
目标。
所以汉藏佛教交流从大的讲，是对国家起到

了作用———“庶几汉藏佛教有融洽一炉之时候，汉
藏民情有和洽一堂的机会”，［20］(P． 86)但是对佛教界
来讲，还有更大的任务要完成，这就是其目标还在

于“由大中华完整之佛教，化成大中华完整之民
族，进于共同建设大中华民国之新时代”［17］(P． 448)。
因为“我们佛教在现时代里，正应当运用其现代的
方式，谋世界的和平，人类的幸福，才可把世界的

人类建筑在安乐窝中。所谓现代化是什么呢? 就
是溶(融)合各种系统的佛教，成一个力量去救济

世界。唯是一种一系的佛教，则不能应现世界全
人类的要求，所谓供不应求。因此，必需要有全部
的计划、整个的精神，把世界佛教取长舍短，溶
(融)成一体，才可把佛教发扬于现世界的。能这
样做，佛教才配得说是救世的宗教，佛教徒才配上

说是救世的佛子。汉藏教理院所负的责任，即是
溶(融)合世界佛教，发扬世界佛教，救济全世界人

类的一种工作。”［4］

由此可知，民国时期的汉藏佛教文化交流是

由多方面综合原因促成的，除了佛教界自身面对

严重的内部危机之外，与当时西藏所处的危险处

境有重要关系，佛教界正在这一危难时刻挺身而

出，利用佛教信仰的天然优势和同一宗教信仰的

目标，勇敢地承担了护国佑民的历史责任，发扬了

传统爱国爱教的精神，因为“我们既然知道开发西
藏的事业，应先从文化入手，文化打通了，则民族

与民族间也就不隔膜了。从此汉藏合为一家，国
政上自是进步，国防上多一屏障”［4］。他们的这一
行为，得到了民国政府的支持，凡“赴藏游学僧侣，
由佛教总会每年六月以前保送本会考核派遣之。

每人补助往返旅费各二百五十元外，每年补助汉

僧生活费八十元，藏僧生活费一百二十元，游学期

间五年为限”［14］(P． 153)。而这些经费都是由政府承
担，四川省政府每年补贴汉藏教理院五千元大洋，

中央政府教育部给汉藏教理院补助“汉藏合璧教
科书”出版费四百元，这些钱的数量不多，但在太
虚看来，“然亦已见政府对于汉藏佛教关系之注
意，未尝非佛教前途之一线曙光”［14］(P． 151)。太虚
同时又指出，藏汉交流的文化意义不仅深远，而且

还能为中央政府节约经费，仅仅耗费少量资金，就

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明显效果，如“诚能合中枢及
康、青官长与藏、汉僧界、学界高德，以共同祈求西
藏福利之实现为目标，从是以进行，则中央政府虽

每年耗费一万万元，亦较之甲兵十万为节省! 况

其效功之崇高博大，又远非十万大军之可企及

哉”［14］(P． 275)。法舫法师则强调:“我觉得我们政府
用佛教僧众去严密促进汉藏感情，巩固西南国防，

比用什么武力都好。宗教的信仰力，能使全西藏
僧俗人民，合而为一，一心归命我们中央。我们是
佛弟子，不论从那一方面着想，都应该去做这工

作，替国家尽一点力量。”［4］

民国汉藏佛教交流历史，给我们一个启示，这

就是我们不能忽视历史的经验，传统是可以借鉴

的。“昔第三代达赖以善知清室当入主中国，遥相
赞助，得享清代维护西藏数百年之安乐。今中华
民国正将达成亿万斯年伟大国家之际，藏族本早

为共建民国之一宗族，在此时岂应不熟察机先，观

照中枢之所需要，急起直追为力所能及之贡献，以

立功于建国之际，而收共有、共治、共享之利益于
无穷!”［14］(P． 282)历代汉藏佛教交流，催生了民族团
结的因子，融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之中。借鉴传
统，尊重历史，要与因缘时节相联系，因为历史时

期不同，所处的环境与对象也不同，但是民族团结

的基本原则是一贯的，在平等与尊重的基础上，所

有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中的一员。
民族应该如何交流，站在哪个角度来看，这都

是现代汉藏交流的一个重要问题。民国时期藏区
外受英国势力干扰，内与中央政府疏离，实行的是

政教合一政体，如果“含有政治军事色彩的人，不
论走那一条路，都不能容易进西藏，只有出家人很

容易进去，你是出家人，西藏政府也不防害你，这

是实际情形”［4］。故汉藏佛教文化交流成为当时
最有效的主要手段与方式之一。内地与藏地的佛
教文化交流主要是在青海与四川两地的藏区完

成，西藏处于封闭状态，中央政府只是在那里设立

办事机构而已，行使名义上的主权。
现代汉藏交流的历史很快就到一百年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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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现在面对的是新的环境与旧的原则共存的时

代，政教合一的政体不复存在，代之而来的是人民

当家作主的共和国体制。交通与信息的发展，已
经彻底改变内地与藏区的联系，通信与网络、飞机
与火车将藏区与内地紧密联系起来，不同民族之

间的交流更加频繁，特别是在现代信息网络的高

科技引领下，藏汉之间的联系已经超过以往仅限

于宗教文化交流的范围，两种文化全面接触，超越

了原有佛教的范围，但是作为传统，藏汉佛教文化

交流仍然是基础性的，而且是必须的、不可缺少
的，并有着广阔的前景。旧有的维护国家利益的
原则仍然没有改变，我们面临的仍然是国家安全

维稳与国家领土完整的重大问题，这个问题已经

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属于顶层设计范畴。
“顾佛法无疆域民族之别，惟以所传习之文字
与教制不同”，［12］鼓励各种文化交流，从宗教角度
而言，就是鼓励各种宗教文化在交流中，从和而不

同走向“同”，这是指教义上的“同”，例如“但西藏
依因明比量的辩论方式与复兴现今的中国佛教很

有补益，因为中国佛法之衰病在儱侗，以此为劝学

因明研究教理之一方便，固亦甚善。”［21］(P． 441)但在
民族习俗上仍然可以保持“非同”，汉藏佛教文化
交流的最终目标就是实现经过多年考验后，建立

在民族团结基础上的新佛教，亦即太虚大师所追

求的“大中华完整之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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